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4), 544-55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82   

文章引用: 林梦月. 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4): 544-555.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The Change of Clan Education Id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e the Luo Clan of Songji as an Example 

Mengyue Lin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 9th, 2020; accepted: Apr. 23rd, 2020; published: Apr. 30th, 2020 

 
 

 
Abstract 
As a typi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lan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society. Before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mostly 
depended on their families and clans, and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directly change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most clans from “part-time learning and self-study” to “national educa-
tion”. This paper, taking the Luo clan of Songji in Yongchuan, Chongqing as a cas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clan education concep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illu-
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lan’s self adjustment during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s the Luo clan of Songji is not well known,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its 
migration process and analyzes the clan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atus 
of the Luo clan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and read to bequeath to the family” 
is further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Luo clan advoc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upported industrial factories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is clan’s 
educational concept changed obviously,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case, but not an iso-
lated case, because other clans also showed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 to the new 
educational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inventory of public prop-
er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lans use the 
ancestral hall produces to set up national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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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典型的民间组织团体，宗族是筑造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石。在科举停废前，学子启蒙多依赖于家

庭及宗族，科举停废间接导致宗族教育理念发生转变，从“耕读”入仕过渡到提倡国民教育及培养国民

常识。本文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案例，旨在分析清季民初宗族教育观念的改变，反映新式教育浸

入及传统“政”、“教”关系断裂之变局，探讨宗族在历史转型时期进行自我调适的可能性。由于学界

对于松溉罗氏宗族并不熟悉，本文首先对该宗族移民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其宗族特点；其次考察罗氏宗

族科举名位情况，进一步剖析宗族“耕读传家”的理念；论述科举停废后罗氏宗族如何提倡职业教育及

支持办理实业工厂。该宗族教育理念前后更迭明显，可视为典型个案，但绝非孤证，其他宗族亦出现向

新教育模式过渡的特征，在国家清厘公产及推行国民教育的背景下，宗族动用祠产办理国民小学校成为

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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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家史”，族谱“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撰的‘历

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和

叙说”。要重构家族的历史，族谱编修者需要记录家族盛衰大事，考察“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

经过”，同时还需要追溯远世祖先。出于宗族名望的考虑，不少族谱中存在着“远祖附会”的现象，即

将自己家族的谱系向前推衍，附会历史上的名门望族([1], p.21, p.25-26)。 
对于将族谱作为研究材料，前辈学者有过细致的讨论。谭其骧认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

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但他同时也表示，谱牒对于研究移民史而言，仍具有相当的可

信度，毕竟，记录先祖的迁徙轨迹并不会影响宗族荣誉[2]。陈世松则更进一步，他在利用族谱研究移民

问题时明确的提到：“即使从研究移民史的需要而利用族谱，在对待族谱中所涉及的‘远祖世系’及‘祖

先官爵’等问题时，也必须相当审慎”([1], p.29)。结合前辈学者的经验，笔者选择信任族谱中关于迁徙

轨迹的记载，但本文主要研究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涉及到宗族教育成果及实践，必须首先考

察宗族在明清两朝所获取的科举名位是否属实。为尽量保证材料的可靠性，笔者搜罗了大量方志材料，

作为本文的旁证。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重庆松溉罗氏宗族，罗姓在川、渝、黔、滇一带的支派多发源于此。笔者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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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材料以《松溉罗氏族谱》为主体，此族谱由罗氏入川六世祖罗勋创编，后世族人又对其进行了六次

修编增补 1。由于松溉罗氏族谱并未载入数据库，学界关于该宗族的研究较少，主要有陈兴贵的《一个西

南汉族宗族复兴的人类学阐释——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分析》及《一个汉族宗族的认同符号——重

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研究》[3]  REF _Ref39070535 \r \h [4]。陈兴贵采用的是人类学视角，其文章旨

在分析现当代松溉罗氏宗族如何重建及复兴。关于宗族教育方面，学界已有许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

关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的教育形式，对清季民初转型时期宗族教育理念的研究仍缺乏典型案例的讨论。 

2. 松溉罗氏宗族移民历程及特点 

据松溉罗氏二修谱记载：“汉有梁相罗怀，谱谓吾宗来自安城，安城，秦隶长沙，怀为始祖无谬也。

五代间，讳铨、字居衡者，始徙居吉水中鹄乡水东淘银塘熂下，其宗嗣愈昌，是世恒号熂下罗焉。及宋

淳熙进士，讳仕俊者，任武岗教授，再徙临江新喻之鑑化。武岗子曰应龙，应龙子曰安道，安道生胜二、

讳祥胜，至正元间兵乱，三徙居蜀之重庆，路永川之松溉”([5], p.26)。虽说族谱将该宗族的历史追溯到

了汉代，但明确的谱系及分支自罗祥胜一代后才出现，至于此前所提到的江西临江府新喻县、吉安府吉

水县等宗与本文内容关系甚小，无需专门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族谱中提到罗祥胜在元末迁居松溉前，曾先“徙湖北麻城”，其妻李氏便是湖北麻

城仙居乡人。元末明初时，为了逃避战乱及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区人口的空虚，大量湖广移民结伴而

行迁居四川，其中又以湖北麻城人居多([1], p.38)。这次移民浪潮足以解释自称祖籍在江西吉水的罗氏一

族为何会迁徙到永川松溉。当罗祥胜及李氏到达松溉时，周围仍是“荒林茂草茫茫”的景象，二人在此

诞下一子，取名罗友文，罗友文辛苦创业，“肇置田百亩，风声稍振”，又生下六子“孟曰志忠，仲曰

志聪，季曰志高，次曰志贤，又次曰志贞、志谅”，松溉罗氏谱系即按照这六房排列([5], p.33)。当然，

罗氏一族在松溉定居之后，并非一帆风顺，明末兵乱再次让罗氏族众走上四处流离的迁徙之路。松溉罗

氏族谱《居徙考序》中记载到：“无何明季崇祯，盗贼蜂起，国步斯艰，自甲申戊子饥馑洊臻，兵火频

仍，吾族先人窜身他郡，保要领于百难中”[6]。罗氏有大量族人举家迁至贵州仁怀定居，据族人回忆：

“是时有逃播及滇黔者，子孙皆产自异乡别郡”([7], p.1)。 
到了清初，局势稍定，部分罗氏后人萌生返回故里的想法。罗氏第十一世罗文第“以先人坵墓在念”，

重返松溉，与他同辈的罗开极也选择于“顺治丙午携家属归井里”([8], p.28)。族谱记载罗开极回籍时间

为“顺治丙午”，这很可能是后人搜罗资料时出现了纰漏，顺治并无丙午年，丙午年对应的应是康熙五

年(1666)。但无论是顺治年间或是康熙五年，比起后来移民，罗开极等人回到松溉的时间较早，具有定居

置业的优势。《永川县志》中有载：“顺治十年(1653)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9]。顺治十

八年(1661)知县赵国显因“寇盗甫尽，城郭榛莽，孑遗无几，侨寓松溉镇招抚流亡”，康熙元年(1662)又
有知县张翔在松溉悉心招徕流民[10]。官府招徕流民及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的政策对于罗氏族人在松溉重新

定居也大有裨益。 
如山田贤所言：“移民氏族在其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之后，即着手设立宗祠，或者设置其附属的祭田、

编撰族谱等”[11]。归籍后的罗氏族人相当重视宗族谱系的传承，但要重新编修族谱并非易事，当时该宗

族内部“老成凋谢，典籍无稽，子孙仅识祖父并忘历代宗亲”([7], p.2)。罗氏族谱有机会得以续修应归功

于第十一世族人罗元素，在明末兵乱之时，他将罗勋创编的族谱藏于衣裤之中，使其得以保存([8], p.28)。
到了雍正年间，族人罗奇英及罗奇参对旧谱进行了第一次编修，并将明末流散异地的支系梳理清晰。乾

 

 

1 笔者到罗氏宗祠世德堂拜访了罗氏续谱办的负责人，收集到罗奇英、罗奇参于雍正十年(1733 年)完编的一修谱，罗好义等于嘉庆

二年(1797 年)完编的二修谱，罗好义、罗豫备等于道光十七年(1837 年)完编的三修谱及罗章辅、罗泰益等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
编修的五修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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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己丑年(1795)，曾任贵州石阡府知府的罗文思提议修建宗祠，族人商议后，“枚卜松子山之地，协力兴

举，计三载而厥”[12]。祠堂初建成，罗氏宗族便设法添置族产，此后蒸尝不断增加。为方便管理及避免

族人侵吞蒸尝，族谱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宗族祠产地界及租息情况，从文献中不难看出罗氏宗祠积蓄颇

丰[13]。 
郑振满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

式宗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三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14], p.47)。松溉

罗氏宗族应被视为“继承式宗族”。继承式宗族需要有完整且详尽的系谱结构，宗族成员资格取决于继

嗣关系，禁止“非种承祧”，避免乱宗([14], p.49)。松溉罗氏一修谱已十分明晰详尽，此后每隔七八十年

又循规续编，谱系可信度较高。同时，罗氏家训明确规定：“天亲不可人为，异姓不得乱宗，族中倘有

乏嗣者当以本支旁支继之，勿令异姓承继，有乖宗祧，更无许自薄本族，妄认他人为同宗，有一于此，

谱中断不载入”[15]。 
继承式宗族在发展中必然会形成“分枝”，层层累积，“成多支系和多层次的阶梯式结构”([14], p.50)。

《松溉罗氏族谱》强调区分大宗小宗，由大宗主管奉祀及族内公事，宗支各族皆以嫡长子为宗子，系谱

结构呈现出层层分支的特点[16]。大宗及宗子的观念确实存在于罗氏宗族内部，并非一纸空文。除却考有

功名的族人，罗氏宗族事务多由长子处理：罗奇英的长子罗洪儒“谢举子业，独肩家政……倡首督修宗

祠”[17]；罗洪通的长子罗希谱“尝掌族起义钱经理十余载，秉公生息，丝毫不苟”[18]；罗俊安的长子

罗希素“尝管祠务秉公料理，惟慎惟勤，领祠内积金掌放生息获利数倍”[19]。 

3. 明清两朝松溉罗氏宗族的耕读理念 

从上一节可知，松溉罗氏宗族谱系严密且宗族建设活动频繁，是非常典型的继承式宗族。罗氏祠堂

香火不断，族内秩序井然，与其族人依靠科举入仕，提升宗族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松溉罗氏族谱对于明

清两朝获取科举名位的族人有详细记录：“先人科第名位，自志谅祖开科，鍪、勋、洪载、廷唯举发身

科甲班班可考”[20]。 
明代罗氏出有三名进士、七位举人及多名贡生。罗志谅为罗氏入川的第三代，其父亲辛苦耕耘，积

累下百亩田产，为罗志谅读书进仕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永川县志》载其为“永乐六年戊子科”举

人[21]。自罗志谅开科中举后，到明末兵乱前，松溉罗氏几乎每一代都有族人获得贡生及以上的功名。嘉

靖《九江府志》提及松溉罗氏第五世罗鍪为“四川永川人，由举人正徳初任府学训导”[22]。嘉靖《罗田

县志》则记载松溉罗氏六世祖罗勋乃“四川永川人，进士以升去”[23]，罗勋墓志上记载他为：“第丁未

进士，授湖广罗田令”[24]。 
与罗勋同辈份的罗洪载亦考有功名，“领正德已卯乡荐，明年庚辰成进士”[25]，“官至南京戸部尙

书郎，品列儒林”[24]，罗洪载之子罗廷唯，更是青出于蓝，万历《四川总志》记载罗廷唯考取进士，后

来官拜御史[26]，《永川县志》明确记载罗廷唯的谱系：“始祖胜二迁蜀之松溉镇，是为永川人。五世鍪，

商州学正，生洪载，南京戸部员外郎，丈夫子五，长即公也”[27]，与罗氏族谱完全契合。罗鍪、罗洪载、

罗廷唯祖孙三代皆负有功名，可见其家学及族学渊源。 
据《江津县志》载，松溉罗氏族谱“自其先牧谦先生创为之，厥后浒矶、贯溪、元素诸公皆相继增

修”[28]。传至第八世，松溉罗氏族人罗太易、罗周冕、罗环中于万历年间中举，而罗赓虞考中天启甲子

科举人，罗世彦考中崇祯庚午科举人[21]。 
由于明末族人四处离散，其科举之路也暂时中断。直至清初，罗氏宗族得以休养生息，其后人才开始重

新考取功名。第十四世族人罗奇英是罗氏宗族回籍后培养的第一个举人，罗奇英因为岁科考成绩优异，在二

十岁成为廪生享受官府的津贴[29]。他又考中“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举人，任陕西清水县知县[21]，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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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份的罗文思则考中“乾隆戌午科解元”[30]。罗文思入仕后升为直隶商州知州，最后还出任贵州石阡府

郡守，山西巡抚蒋兆奎对其在商州的政绩评价很高[31]。在这期间，罗文思创编了《商南县志》、《续商州

志》及《石阡府志》[32]。此后，罗氏第十五世族人罗万象于康熙丁卯年中举，出任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知县

[33]。族谱记载，清代松溉罗氏一族出有四名举人，最后一名为罗泰莹，其考中“光绪葵巳科”举人[33]。 
尽管罗氏宗族回籍后没有族人考中进士，但贡生的数量较明朝却增加不少。这些贡生中也有人官至

知县，譬如，贡生罗奇参就曾出任霍邱知县[34]。罗奇参之所以能出任知县与其考取的贡生类别有关，族

谱上记载罗奇参为：“雍正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由内廷教习特发安徽省历任霍邱、怀宁、祁门等县

知县”[35]。拔贡生的考试十二年举行一次，每次只取两名府学生员、一名县学生员，数额很少。不同于

其他类别的贡生，拔贡生“可参加特殊的殿试，或被任命为七品京官或各省知县”[36]。与罗奇参情况相

同的还有罗洪铸，罗洪铸为乾隆己酉拔贡生，后出任建始县知县[37]。其余的贡生中有不少曾担任过教谕、

儒学督导、县丞及典吏等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采信松溉罗氏族谱的《科举名位纪》，其主要考取功名的族人谱系清晰，

在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在科考方面，松溉罗氏宗族确实成绩斐然，可谓世代书香，而这些都得益于松

溉罗氏素来秉持的传家理念。 
罗氏族谱中收录有《试例十条》一文，内容多为罗勋对后世族人的训诫，其中第一条便是：“凡我

族人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克勤克俭不坠先志，六房当恪守先训，毋得不务本业，从事异端，族

中有违者，以不孝论”([15], p.299)。“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在此处得以体现，罗勋对于偏离“耕读”

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行业嗤之以鼻，他认为子孙不务耕读本业，即为不孝。 
罗氏族人流散在外和归籍生息时都秉持耕读传统。譬如，明末时族人罗文第窜逃到仁怀，在深山中

亦坚持“耕读”传家([8], p.28)。对于子嗣的教育，罗文第也毫不懈怠，其长子罗正相“幼从庭训，迨戊

己兵燹，太元公逃奔其地，翰室公延之为师，授举子业，拮据治百家。言时虽饥馑流离，饿死载道，公

犹得晏然读书”[38]。罗文第为罗正相聘请了同族罗元素作为老师，教授科考应试的内容。清初归籍后，

罗氏第十二世族人罗若纁告诫后人：“有子弟当教不可吝惜束脩，误了子弟，不能读者即耕，耕读两事

系大根本”[39]。清中期，罗文思的父亲罗缙在讲明家训时也强调“务以孝弟为先，耕读为本”[40]。传

至第十七代，罗奇英一脉仍有族人教诲子嗣“各以一业，或读或耕，类皆谨厚”[41]。直至清后期，务农

的罗泰兴仍“教子孙惟以耕读为本”[42]。 
“耕读传家”的祖训让人联想到罗香林对客家文化的论述：“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

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也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

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

他们之所以能有良好的发展，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可为凭藉；他们在精神方面所以能乐生迈进，全

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43]。 
这一观点对于罗氏宗族同样适用，该宗族与客家人有着相似的迁居经历及生活环境，自元末以来屡

次迁徙，生活的地区多是山区丘陵。明末清初之际，大量罗氏族人逃至贵州深山之中，而其原籍松溉紧

傍长江，依山就势，属于丘陵地带。将读书作为立业根基，把务农当做安生本领，进可入仕，退可持家，

这就是“耕读”的好处。“耕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士人将其视作立家之本，略有“政治正确”的味

道[44]。罗氏宗族以“耕读”为家训并非是纸上空文，对于“耕”的部分，笔者按下不表，主要分析罗氏

宗族重“读”的一面。 
明清两朝，罗氏族学兴盛，不少族人开塾授课：明末兵燹后，文教未兴，罗若纁便“开塾闾里，诱

掖族众，化诲乡邻”([8], p.30)；罗连魁“年七十犹为弟子师，乡人有三世业门下者”([38], p.400)；罗奇

英回乡后聚众讲学，“一时从游甚伙，采芹食饩者数十余人，进士周梧罔、魏字川(魏月溪)皆出门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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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参教学“崇正道而屏异端”，“门下诸生沐化雨而蜚声者，殆指不胜”([38], p.405)；罗豫施教二十

余年，“作文必令根抵六籍，以故弟子中登贤书、列黉序者不一”[41]；罗吉昭“设馆四十余年，善诱后

进，从其门者游泮食饩百余人”[46]。罗氏族人培养出不少优秀学子，如罗奇英的门生中取得廪生资格的

便有十余人，其中有两名甚至考中了进士。 
罗奇英曾写过一篇《劝学箴》，规劝年轻学子重视学业，读书勤勉才能金榜题名：“学未精休怪试

官之无情，文若佳自有朱衣之暗点”[47]，他明确地将“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要求族人多读圣贤

六经，百家诸书，主要专攻“举子业”。罗氏宗族对科举的重视可见一斑，其不仅在族谱中专门表扬有

功名的族人，还利用蒸尝支持文教，赈济士子，以“兴学校而作育人才，助单寒而显名科甲”[13]。 
作为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在制度上连接了“政”与“教”，是“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44]，

普通民众通过读书科考可以让自己跻身于“士”这一特权群体。张仲礼将这些获有功名的人统一称作绅士，

作为“齐民之首”，绅士“所组成的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受到的是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对待”([36], 
p.33-34)。而且，不仅绅士一人享有特权，绅士的家属也同样包括在特殊阶级之中，他们可以借助绅士的

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48]。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一个宗族内出现多名绅士时，族众也为之

沾沾自喜，因为功名不仅可以点缀门楣，彰显声望，还能实际地增长宗族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 
参考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的知县任期相当短暂，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以永川县为例，乾隆年间总共

有四十位知县，平均下来，一名知县任期不过一年半而已，若要计算清代所有永川县知县的平均任期，结

果会更低，这一现状下，地方官要管理地方社会，必须借助绅士的力量。绅士在地方事务中往往扮演着相

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受命于官府或者协助官府办事，也可以提出倡议，寻求官府的支持([36], p.57)。罗

氏族谱中，族人调节地方纠纷，组织修建基础设施，赈济灾民及热衷慈善的事例俯拾皆是：罗豫善于仲裁

事务，“戚里有争讼者得其一言，立为永释”；罗鉴以公正闻名于乡野，邑中议修板桥，时人皆言工程浩

大，非罗鉴不能服众，“于是诸领袖诣门恳请，公以年迈辞，众请益坚，公始领诺，历五载而桥成”[38] (p.418)；
罗吉昭重修文昌宫，设立惜字会及恤生会，每年印制善书以警惕世人[49]；罗靖“奉诏输栗千石助官赈贷，

朝廷立石以旌其义”[50]；遇有荒年，罗希素奉官方命令赈济百姓，“与同事捐资协办，设法给领有理有

据，饥民赖以全活者不少”[51]，罗希祖亦“捐粟于里济饥”，“割地与人作塚”[46]…… 
宗族会将光宗耀祖的绅士记入家谱，确立他们在族内的模范地位。而这些拥有功名的宗族成员被推

崇为族中领袖后，宗族建设活动便会蓬勃展开。譬如，清中期，罗奇英在考取举人后，潜心整理族中谱

系，组织第一次族谱编修。而石阡府知府罗文思则倡议要修建宗祠，宗祠的形制根据罗文思的官秩而定，

在松溉独树一帜。通过读书科考，罗氏族人还在地方建立起与士人交游的网络，《松溉罗氏族谱》收录

不少达官显宦为罗氏一族撰写的序、行实录及祝寿文，侧面突显出罗氏宗族的显耀。正因为将族人所获

得的功名，转化为了宗族自身的光彩，罗氏宗族在经历重建后，才能绵延不衰。科举制度将地方士绅、

士绅背后的宗族及封建王朝上层意识形态整合在了一起。这一大背景下，宗族为了巩固地位，自然会为

族人提供教育机会，“也许还培植私人关系，以及敦进学习风气，为的是尽可能让子孙获取功名”[52]。 
罗氏宗族如此坚持耕读传家，是因为科举是时人走向上层阶级的通衢，而唯有重视文教才可牢牢地

抓住科举进仕的机会，维持宗族的显赫。 

4. 清季民初松溉罗氏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 

张仲礼曾如此评价科举制度：“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

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

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从长时段的

考察来看，科举制无异是成功的，它发挥了“通上下”作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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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开始面临种种困境：学额制度及捐纳制度崩裂，科举入仕的道路拥塞不堪；刻板的

八股文导致士人忽视对儒学经典的研读，儒学的教化作用削弱([36], p.221-222)；传统的科考内容受到质

疑，以西学取士成为新的趋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清末改革的进行，袁世凯、张之洞上奏请求停

止科考，此后，科举制正式废除。“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

了不得不改的程度”，科举制日渐僵化，已无法发挥其完整的功用([44], p.172, 177)。然而，此时兴办的

学堂尚未见大的成效，并无成熟的教育体制可以取而代之，科举制的废除几乎斩断了传统读书人出仕的

前路。 
历史转折面前，不同的人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有谙于守旧者，如刘大鹏，终生困顿于“耕读”

的理想之中，以传统的士自居；也有积极进取者，如朱峙三，感受到局势变化之后，决然放弃科举而投

考新式学堂。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历史的小小漩涡便足以影响其一生的走向，而在一个宗族内，即使传

统的士绅退居幕后，也仍有顺应历史浪潮的新领导者出现，宗族根据社会情况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局的能

力让人瞩目。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族谱详细记载了族人罗章辅的生平，罗章辅又名罗廷修，他十七岁时听从父

母的意见弃学从医。民国八年(1919)返回四川，担任各军顾问及盐亭县知事，兼征收筹饷等要务。族谱中

收录了多篇庆祝罗廷修六十寿辰的文章，在祝寿文落款中读者可以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及杨森等四川军

政要人的名字。笔者暂以五修谱编撰时间民国十九年(1930)为参考，推测罗廷修的出生日期。至少在 1930
年时，罗廷修已年满六十，那么其出生年份不可能晚于 1870 年。因此，起码在 1887 年，罗廷修便已放

弃科考，改行从医，这距离科举制度废除尚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初，罗廷修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地方

政治中。相较于沉浸在科举中的传统士人，罗廷修无疑抢占了时代先机，与其同辈份的罗章印、罗章恒

等人尽管取得了贡生资格，但其族中地位却远不及罗廷修。有自身前车之鉴，罗廷修要求子嗣皆接受良

好的新式教育，其长子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次子留学巴黎及比利时，幺子则毕业于吉林高等警官学校，

最后皆在军政机关工作[53]。作为族中的佼佼者，罗廷修回到四川后自然地承担起宗族建设的责任，民国

十九年，罗廷修组织编修了松溉罗氏五修谱。 
罗廷修的成功在宗族内是一个典型，科举制度废除后，罗氏宗族耕读传家的道路已经断绝，族人必

须选择新的人生方向。部分族人的出路变成了在各中小学校担任教员，还有些族人则到军队及政府部门

任职。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也作出相应选择，如增贡生罗安慧重新就读法政学校，最后出任五福镇高小学

校校长[54]。光绪葵巳科举人罗泰莹则到隆昌教育会中学当国文老师，罗泰莹对于自己考取举人却未能捐

纳出仕一事也感到过惋惜：“公车北上不第，同邑京官聂兴圻劝莹以千二百金捐中书，莹不欲仕，以进

士自期，同年有捐者，一年即为府经历署松滋，是莹忠厚无用也”[55]。然而他并未消极应对，到民国时

期，罗泰莹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他显然接触到富国强民的思想，坦言：“商战为裕国之基，男多则

各授以职，学校为培才之地，女权有渐发之资”[56]。 
认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松溉罗氏宗族的传家理念发生了变化，“耕读”不再是最优选择，族长罗

贵恒及族中领袖罗范先感慨道：“因思吾族自楚迁蜀历有年所，枝繁叶茂，椒衍瓜绵，若仅以耕读传家

而不教以各种职业，恐乌衣巷口徒见夕阳，王谢堂前难留去燕也”[57]。罗氏富顺支系的家训中则写到：

“男女年届学龄均要就学，使其具有国民常识，日后方能独立谋生”[58]。宗族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并接受了“学龄”的概念。作为一个近代词汇，“学龄”概念与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国民教育理念的传

入休戚与共[59]。适龄儿童均应入学，培养国民常识及独立谋生能力成为族人“就学”目的。 
既然耕读传家已不再适用，要改善“时异世变，族众散处四方”的现状，罗氏宗族需要寻求新的思

想将族人凝聚到一起。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在松溉总祠内召开族务会议，决定兴办一所职业学校。

这所职业学校的序言如此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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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云，无财非贫，无业为贫。富兰克林曰，人能知一职业既有一产业。余读外史至此，喟然

叹曰，旨哉二人之言也，养职业为富强基础，泰西各国咸注重之。凡对于制造工艺一端，必设专科学校，

有发明新法者，政府许其专利，复加以优奖，故技艺精巧，人民殷富，为全球显特色，历史发荣光，效

果之收，利益之大，殊今人不可思议者。中国于亚东地面为最古最大之国，然所重者惟农，至于工商，

往往鄙弃而膜视之。觉罗末叶，虽变法建设学堂，而于职业专门之教授仍属晨星落落，其他实业各所亦

皆虚有其名，与饩笔无异。民国开幕迄今廿年，职业虽云提倡，犹未普及，故游民无业者比比皆是，奈

之何？不贫且盗也。呜呼，吾对于五千年文明中国敢直言曰贫国，对于四百兆同胞民众敢直言贫民。国

既贫，何以治？民即贫，何以安？不治则亡，不安则乱，亡且乱则必演成印度、波澜之惨剧。而后已范

先等每见无视者不入于盗匪，即流为乞丐，推原其故由地方无实业学校之所致[57]。 
这篇序言明显区别于罗奇英旁征博引的《劝学箴》，它并未引用中国传统的儒学典籍，反而借用孟

德斯鸠及富兰克林的言论，提出“养职业为富强基础”的见解，开始质疑以往“重农轻商”的传统，还

反问“国既贫，何以治”，与此前小政府需要“藏富于民”的观念相悖。罗氏宗族认为晚清政府对于职

业学校的建设远远不够，振兴实业也是虚有其名。而国民要得以安定，必要获取一门技艺以谋生存。如

此局势下，再以“读”或是“耕”作为安家立命之本，无疑行不通。到了民国，职业教育仍旧不够普及，

许多无业游民变为盗匪，或是流落为乞丐。要改善这一现象，当务之急便是兴办职业学校。 
经过永川县政府及江津县政府备案，罗氏族立职业学校正式开办，这所学校位于松溉罗氏总祠内，

以“培植家族人材，推广社会教育，提倡实业”为宗旨，经费从位于永川、江津两县的祠产下划拨。罗

氏宗族还成立了专门的校董会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由罗氏现任两位族长担任当然董事，出任校董会副

主任及学校庶务，各支房长推选董事十三名，并从中选举校董会正主任。是否热心教育，是否具有中校

以上学历或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推选董事的标准[60]。 
通过选举，族立职业学校校长一职由罗中陵担任，他于光绪丙午年(1906)从川东师范学校毕业，曾任

江津县中学校斋务主任，有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61]。族长罗贵恒则担任校董会副主任，罗泰莹曾提

到这位年轻族长：“屡中商场之亿，陶朱之富，三致千金，倚(猗)顿之兴，一本万利，官山府海，比美增

华，此商战之能鏖而埙箎可迭奏也”。罗泰莹化用“亿则屡中”一词说明罗贵恒在商场上的洞察力，又

引用陶朱、猗顿的典故突出其经商有道。最后，罗泰莹还夸赞罗贵恒：“宗族与乡党交称，则族权符三

民之义”，遣词造句相当迎合时代政治语境[62]。从校董名单来看，此次推选出的人物在族中多有声望，

前文提到的罗廷修也赫然在列。世殊时异，族内的传统士绅逐渐退居幕后，族中领袖已多是作风趋新者。 
既然是为了培育职业人才，罗氏族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必然不同于普通学校，除了照章开设文化课外，

还添设了裁剪、缝纫、制造牙粉及胰皂等课程。罗氏宗族的宏图并不止步于办学，如果族立学校成绩可

观，他们还要“添筹经费，推办工厂”[63]。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8 年 10 月，在当地宗族的欢迎

下，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松溉开设纺织实验区，不久之后，与松溉毗连的江津白沙也建设起新运纺

织厂。此项实业规模可观，在抗战结束后移交四川省政府办理。笔者在松溉访谈时，仍有当地的老人提

到罗氏族立职业学校为新生活运动纺织实验区提供了大量人才。这些学习过职业技能的族人应该感谢族

中领袖的眼光，宗族的选择让他们在社会动乱时仍能获取到良好的就业机会。 
到了民国时期，罗氏宗族的教育理念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科举制度废除前，“耕读”是罗氏家

族维持显赫的重要手段。“读”与科举出仕直接挂钩，这意味着族人通过教育可以径直走向康庄大道，

“科举”就是许多传统士人的事业，而“读”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科举停废，攻读“举子业”既成绝

路，罗氏宗族便干脆利落地放弃了“耕读”家训，强调国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开办职业学校也并不是

终点，罗氏宗族提出的长远之计是开办工厂，发展实业，此处“商道”已凌驾于“耕读”。这种“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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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改变，不过反映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已”[52] (p.404)，其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由教及政”

的传统已经断裂。 
清季民初是多事之秋，稳固而适应良好的地方宗族是一柄结实的保护伞，松溉罗氏宗族表现出很强

的适应性，宗族内部最初只有部分族人认清局势，寻找到“耕读”以外的出路。而当这些趋新者在宗族

内处于领袖地位时，宗族整体理念也随之改变。该宗族顺应社会新潮，引导族众选择更合时宜的人生道

路，宗族与族众由此展开良性互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宗族都能充当缓震装置，国家权力的扩张使

宗族社会面临崩解的危机，如何进行调适，是所有地方宗族要思考的难题。 
教育模式的变化绝非松溉罗氏宗族仅有，创建族立国民学校，要求族中适龄儿童入学的事例常见于

各类族谱、地方档案及期刊报纸。湖南湘乡刘氏宗族于光绪壬午年起开办义学，培养族内贫困学子。但

“自科举废而学校兴”，“门第”、“世家”难显荣耀，“维时风气一变，竞尚新学”，觉察到此趋势

的刘氏宗族决定“遵章开办学校”。由于祠屋场地限制，刘氏族人另择地方成立城江刘氏纪纲高初两等

小学校，将公田租谷作为办学经费，学校主要教授儿童国民生活所需知识技能，培育儿童国民道德。在

《改建学校记》一文中，刘氏族人畅谈国民教育与健全人格，感叹“我身既为国民，其资格何等高贵”

[64]。江西婺源《双杉王氏支谱》亦提到“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新文化之思潮蓬勃滋生”，尽管因交

通阻塞，该地新思潮传入较慢，但王氏宗族认为开办国民学校乃大势所趋，族人商议创办族立学堂，为

合规范，后又更名为王氏族立初级小学校，学校选址为双杉书院及太妣祠[65]。与上述宗族相同，陕西临

榆田氏宗族亦捐资建立四所私立初级小学校以接收族内贫寒子弟，其中一所选址为田氏姑妇节孝祠。田

氏宗族亦声称办校宗旨在于施行国民根本教育及培养学生国民意识，这套话语可谓老生常谈，昭示出官

方意识形态的力量[66]。 
各宗族撤改旧式私塾及义学，向政府备案后新建国民学校已成定式，这类学校分散于各城镇乡野中，

数量蔚然可观。民国基层社会呈现“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大力清算民间公产，宣扬国民意识及基础

教育。类似于“庙产兴学”，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祠堂、公屋被改建为学校，祠产公田被征用为办学经

费，这是宗族对扩张的国家权力的妥协，也是其保留部分自治权力的选择。 

5. 余论 

科举制废除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为了长远的发展，宗族不得不做出调适。就笔者看来，松

溉罗氏宗族的转变是成功的，这一成功不仅体现在其契合时代主流的教育理念中，还体现在其宗族势力

的维系上。即使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仍相当富有生命力，族务会议依旧代表着权威，族内事

务的执行也有条不紊。取代科举中式士子，罗氏族谱中开始出现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校的毕

业生。并且罗氏宗族从未退出基层政治的舞台，其族人分布于各军政机关及教育单位，与地方势力来往

密切，即使是在祠堂所在地松溉，也有族人担任市政办事处主任([54], p.189-196)。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宗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际遇。有的宗族发挥

着控产组织的作用，而有的宗族并无雄伟的祠堂，也没有积累族产。杜赞奇研究华北乡村时曾提到，国

家政权扩张对宗族权力结构造成很大影响，宗族难以发挥传统的政治作用，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

治体制开始崩溃[67]。而科大卫却如此描述华南宗族：“他们联合创造出来的图景，有古老的，也有现代

的，面对这变化过程，一种看法可以是，宗族形式改变，实质未变，控制土地的宗族，依旧运作如常，

依旧力量强大，但这些宗族开始说起另一套语言来了”。科大卫还点出中国宗族正遇到挑战：“即使没

有(社会革命，家庭革命)这些极端激进的理论，宗族社会已经遭受致命一击，这致命一击，来自‘国民’

这个概念及随之而来的 20 世纪民族主义”([52], p.404)。相较于杜赞奇笔下的华北宗族，松溉罗氏的情况

更接近科大卫的论述，罗氏宗族仍然具有代表族众对“上”发声的权力。但与华南宗族不同，松溉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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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地处内陆西南城镇，思想传播速度远不及沿海，起码在民国十九年(1930)前，族众对于宗族的反叛很

有限。且不论宗族这一传统社会组织能否容于民族国家，至少在松溉这一隅，罗氏宗族仍在为族中子弟

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及生存机会。 
显然，松溉罗氏宗族所奉行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并非个例，民国之前，传统族学的兴盛毋庸置疑，民

国时期，在国家清算公产及推行国民教育的背景下，宗族开办国民学校或职业学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该宗族特别之处在于族谱完整记录了转变的过程，从科举世家到现代国民教育的拥趸，松溉罗氏宗族的

变化轨迹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傅衣凌曾评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结构，在这里，各类社会形态可以并存[68]。而作

为民间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又“蕴涵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14], p.208)。讨论清季民初宗

族理念及行为的转变，有助于分析民间社会或其他基层组织自我调适的机制。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松

溉罗氏宗族只是一块小小的碎片，要“以碎立通”关照民国宗族的嬗变，仍需更广泛地搜罗材料及进一

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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